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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政策对高校科研力的影响效应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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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双一流”建设政策对我国高校科研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将“双一流”建设政策制定与实施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资源与功能研究框架，基于2015－2018年的相关数据，从投入产出视角，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双一流”建设政策对我国106所高校科研力的影响，并研究政策对不同地域及不同类型高校影响的异质性。结果发现：政策实施促使高校综合竞争力与科研成果产出显著提升，但对成果转化与科研奖励的影响不显著；对东部高校综合竞争力、科研成果产出具有正向作用，对中西部高校的科研能力提升作用不显著；对综合类、理工类高校的综合竞争力、科研成果产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后续的相关政策制定中，要同时关注发展优势显著和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校，进一步调整优化教育经费结构和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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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policy on the research cap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constructs a resource-function research framework based on related data from 2015 to 2018, assesses the influence effect of the policy 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city of 106 universities and examines their heterogeneous impact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and institution types by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It finds that while the polic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and research outputs, i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research conversion or awards; it positively affects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universit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improving research capabilit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t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research output of comprehensive and science &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Therefore, it puts forward that in the future, policy-making for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universities with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funding, and explore mechanism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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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根据我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到21世纪中叶，国内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下简称“双一流”）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双一流”建设方案吹响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号角，标志着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正在形成。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逐渐扩大，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质优量大的人力资本，但距离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1]。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关键的现实问题是大而不强。如何将大学中“大”的含义由规模大转变为实力强大，“双一流”建设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双一流”建设作为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及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通过构建资源与功能研究框架，视“双一流”建设政策的制定和颁布实施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借助双重差分（DID）研究方法评估“双一流”建设政策对高校科研力的影响效应，并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对研究结果进行验证，还进一步从异质性角度研究在“双一流”建设政策效应下，不同地域高校及不同类型高校受到政策影响效果是否不同，以期为政府更为有效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和不断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提供参考。
1  相关文献研究
关于对“双一流”政策中“双一流”的理解，国外有学者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主要包括有深度的研究、学术的自由和氛围、完备的设施及充足的资金等[2]，英国罗素集团[3]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是为知识探索与传播，支撑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作出有价值贡献的社会机构；我国部分学者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在学术上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及社会影响力，且多把科研经费、发表顶级期刊论文数量、教师团队中的院士人数、诺贝尔奖获得数及学术声誉等作为衡量一流大学的重要参考指标。“双一流”建设包含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建设，其中一流学科即是发展优势学科建设，形成特色发展；一流大学即是以一流学科为基础，对学校整体建设、重点建设。“一流”不仅反映高校的办学效率[4]，而且反映高等教育服务社会及科学研究的质量[5]。高等教育作为科学研究与知识生产的重要支撑，反映国家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
我国目前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政策目标之一是培养一批中国顶尖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共享的时代，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影响着全球诸多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重组和发展[6]。早在20世纪40年代，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先生[7]曾提出第一流大学的设想，希望在10年之内，集国家最大力量，培植5家到10家成绩最好的大学。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我国的中心任务，科技工作开始逐渐被重视，培养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成为迫切的任务[8]。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教兴国战略为推动科技与教育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引，培养和造就了大量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服务社会，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及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9]。
根据洪玉管等[10]、庞圣民等[11]的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建设的历程大致可归纳为3个阶段：重点大学建设时期（1949－1976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时期（1987－2014年）、“双一流”建设时期（2015年至今），不同阶段呈现的特征也不相同。从政府对高校包办到协助创办，从资源的计划分配到市场资源配置，从重点学校建设到学科建设，我国的高等教育重点政策呈现出渐进模式，逐渐适应国家的发展需求，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人力资本与技术保障。从政策实施方式看，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实施均是“扶重保优”的资源配置，如重点大学政策时期的“211工程”“985工程”建设都将优质资源集中在重点高校，以政策为引导，促进资金、设备、师资等资源对重点高校进行大幅度倾斜，同时重点高校获得的权利也高于非重点高校；重点高校也不负众望，为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向重点高校资源倾斜导致其他高校资源分配不均，抑制了其他高校与学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科研群体质量提升。
关于“双一流”建设主要演进历程的研究，徐超富等[12]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从试办大学、学术环境和国际交流三方面给出建议；赵智兴等[13]将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划分为规模扩张（1998－2006年）、质量提升（2006－2012年）、内涵式发展（2012至今）3个阶段；洪玉管等[10]基于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反思国家、地方政府和高校在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如权责不清晰、公平与效率有待提升等；程雅杰[14]归纳发现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呈现出渐进决策的特征；王庆华等[15]运用多源流理论对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变迁进行研究，指出政策实施中存在结构体制问题且影响了社会公平。
关于“双一流”建设有关政策文本的研究，庞圣民等[11]基于政策工具理论视角发现，“双一流”建设有关政策工具全面且多样，但工具组合结构不合理；刘丽丽等[16]以1993－2017年71份“双一流”建设有关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政策的数量、发布时间和部门、类型分析发现，随着时间变化政策力度逐渐加大，但是政策数量却具有间断均衡性的特征；李春林等[17]研究发现，高校对发展阶段的划分尚未能从客观出发，政策制定及执行模式未能激发学术组织积极性，对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视程度不足；陈昊等[18]通过对4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方案的文本内容进行定性分析发现，“双一流”建设充分体现了“扶优扶强扶特”的思路。
国内关于高校科研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构建指标体系，如隋秀芝等[19]以国际检索系统收录科技论文数为评价标准，探究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力的发展状况；徐小洲等[20]以投入产出关系为框架，根据SOCIAL原则（scientificity、objectivity、comparability、innovation、availability、logicality）构建大学创新力能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国际大学创新力进行评价。高校是我国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卓越的科研能力是每所大学的共同追求，不断提升大学的科研创新力是大学的使命[21]。科学研究不仅要推动基础研究的进步，还要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从而创造社会价值[22]。马瑞敏等[23]对我国高校根据分类、地区和类型划分层次研究发现，不同高校科研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差异。王晓红等[24]进一步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实证分析发现，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对高校科研创新呈现非对称性影响，并且在不同地理位置的高校存在差异性。
综上文献研究发现，针对“双一流”建设相关文献有如下方面问题待进一步完善：一是虽然国内教育管理部门有出台关于“双一流”建设的试行评价办法，但仍需从多元化视角探索与完善评价标准；二是针对“双一流”政策研究主要关注高校转型、学科建设及学术影响力等方面，较少从政策评估视角研究“双一流”建设对高校科研力的作用；三是对高校科研能力研究过度强调科研论文的数量、经费投入等指标进行评价，无法体现大数据趋势下高校科研力的跨学科和创新研究影响。因此，本研究聚焦于评估“双一流”建设政策对高校科研力影响效应，比较“双一流”建设政策实施前后高校科研力的差异性变化，试图更准确评估“双一流”建设政策效应，为高校提升科研力提供思路参考。
2 研究机制分析
发展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在国际上具有普遍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以服务经济建设为重任，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促进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与人力资源被赋予了更高的战略地位，高等教育担负着更加重要的职责与使命。我国目前在诸多领域都面临“卡脖子”问题，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存在缺失，高校要在全面提高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前沿科学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因此，为缩小与高等教育强国间的差距，“双一流”建设政策应运而生。从全球范围看，各国家为吸引人才、提升教育竞争力及国家科技水平，都制定了相应的高等教育重点发展战略，如德国的“卓越计划”、俄罗斯的“5-100计划”、澳大利亚的“G8联盟”、日本的“全球COE项目”等等。与全球一流大学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实力仍存在较大差距。美国对全球高等教育影响力最大[25]，在当今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6]。美国的哈佛、牛津、剑桥大学等名校都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好大学，一直以来被作为全球模板被其他高等学府效仿[27]。如在人才培养方面，根据维基百科显示，美国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前3位高校分别是哈佛、剑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学[28]；在科研方面，加州理工大学是全球首次开展人类登月计划、火星物质探测等最新前沿探索的高校；斯坦福大学是最先开创以硅谷为代表的产学研结合新模式高校。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名校，我国高等教育在各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9]，借鉴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轨迹、人才培养和办学经验，对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
本研究从投入产出视角分析“双一流”建设相关政策对高校科研力的影响机制。其中，投入角度包括了基础优势、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等要素资源。我国高校在多年的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中积累了显著的基础优势，依据地域特点发展建设优势学科作为高校的竞争力与创新力；同时，优势学科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性，依赖于地理优势以及在地域、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资源条件。资金作为科研发展的前提条件，为高校发展提供前提保障，从经费来源看，中央、地方政策为高校的建设在经费保障和政策上发挥了主导作用。然而，美国州政府的拨款在优秀公立大学收入中的占比很低，如只占伯克利加州大学总收入的13%，占密歇根大学总收入的9%，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占比更是低至6%[30]，相比较而言，我国大学建设的经费来源和投入方式比较单一，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尽管我国教育投入逐年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各地区在教育经费投入方面存在差异，东部地区资金投入明显高于中西部[31]；此外，不同属性高校的资金投入也各不相同，与行业类部属高校相比，地方高校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甚至国家层面的支持，从而发展得更好，比如，北京市对给予入选“高精尖”学科的高校每年提供最高5 000万元的财政支持[32]；江苏省对进入全国百强的省属高校每年新增拨款1亿元左右[33]。而人力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主要力量，在大数据、云计算、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新时代，知识更迭的速度日新月异，新职业、新技能不断涌现，对人才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都提出新需求，同时也对高校的教学及科研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产出角度看，“双一流”建设相关政策可能会影响科研能力、成果转化与科技奖励。科研能力是学术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主要反映科研活动对领域的影响范围及深度[34]。一般地，学术影响力的载体是科研成果，如学术论文、科研项目等等，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的科研方向要关注着学科前沿，聚焦原创性、创新性、前沿性的学科问题，不仅要加强基础研究、支持原始创新、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及建设科研创新团队，还要增强对科研成果产出的持续投入，打造高层次科研平台，向国际一流的学科学习，提升我国国际学术竞争力与影响力。从成果转化看，将科研理论能力转变为向科技应用成果输出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如何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一直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我国创新水平仍处于中低阶段，因此进一步完善科技转化的内外部因素尤其重要，不仅要提升服务能力与效率、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而且要加强知识产权建设，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及模式。科研奖励是对高校科技成果的肯定，与科技成果的研究水平直接相关。科技奖励作为学术评价与激励机制，对高校教师的学术研究也具有引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科研成果产生的社会效益与服务的肯定，同时也能激励高校科研工作者提升学术成果数量和质量。由此，构建资源与功能的结构框架对“双一流”建设相关政策进行评估（见图1）。其中，将资源条件作为控制变量，用以分析“双一流”建设相关政策对高校综合竞争力、科研能力、成果转化与科技奖励4个方面的影响效应。

图1  基于资源与功能结构的高校科研力分析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2015年，我国首次提出“双一流”建设政策，2016年正式颁布“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本研究将“双一流”建设高校颁布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对“双一流”建设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由于政策发生时间较晚，实验组数据时间段较短，因此，本研究中的政策效应均是短期影响，长期影响还有待通过今后持续完善数据来实现。首先，根据双重差分模型的设定基本要求构建两类虚拟变量：一是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虚拟变量，实验组为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定义为1，控制组为未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定义为0；二是政策时间的虚拟变量，由于政策具有延后效应，将2017年之后的年份定义为1，之前的年份定义为0。基于此，构建“双一流”建设政策效应模型如下：

（1）
式（1）中：Ability为被解释变量；i、t分别表示学校及年份；X为对应的控制变量，包括高校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政策资金、高校承担的课题总数等资源条件；du为分组虚拟变量（实验组为1，控制组为0）；dt为分期虚拟变量（政策实施后为1，政策实施前为0）；N为控制变量的个数；b为控制变量的系数；为政策实施后的效应；为常数项；为个体固定效应；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高校发展具有较大的异质性，不同高校难以满足时间效应一致的条件，因此借鉴Heckman[35]和Rosenbaum等[36]提出的PSM-DID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利用倾向性匹配得分法找到与实验组特征较为接近的控制组，而后利用匹配后的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双重差分回归。进行倾向性匹配后的政策效应如下：

          （2）
4.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样本选取方面，首先，仅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研究样本（以下简称“一流大学”），不讨论只拥有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4所高校有不同校区属地之分，本研究在数据处理时都分别视之为同一高校不作区分，且默认属地为北京市。其二，入选“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均为“985工程”“211工程”高校，故研究样本包括“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其中，“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称为“国防科技大学”，本研究以后者提法为准。其三，将艾瑞深校友会网（http://www.cuaa.net/）2021年最新中国大学排名中前140所高校得分与上述样本合并发现，属于语言类、艺术类、医学类、军校类高校的26所高校1）未出现在排名榜单中，遂将其剔除，确定研究样本为111所高校。
本研究中，科研能力、成果转化、科研奖励及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于《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由于成果、奖项等科研成绩具有滞后性，基于2015－2018年度的数据开展研究。另外，财经类高校数据缺失，因此剔除掉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5所大学，最终样本数为106所高校。综合竞争力的数据来自艾瑞深校友会网中对高校的综合评价。艾瑞深是国内领先的第三方大学评价研究咨询服务机构，主要进行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评价和研究，其发布的研究成果通常被视为相对公正和权威的参考，被很多高校以及政府部门用于参考与决策。
3.3 变量定义
研究变量及其定义见表2。其中，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尽可能选不随时间发生改变的变量，但实际上，很多变量都具有时间效应，因此，为了处理时间效应，在进行双重差分估计时使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消除时间影响。样本的基本统计描述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变量定义
	类型
	名称
	定义

	被解释变量
	综合竞争力
	第三方评价机构校友会网对高校的综合评价

	
	科研能力
	发表论文及专著的数量

	
	成果转化
	签订技术转让合同数

	
	科研奖励
	科技成果获奖包括国家级、省级奖项

	解释变量
	双重差分项
	实验组政策实施后的效应

	控制变量
	研究与发展人员全时当量
	研发科技人员的投入数量

	
	政府资金
	政府给予高校的财政拨款及补贴

	
	科技课题总数
	高校申请科技课题总数


[bookmark: _Ref75942888]

表3  变量基本统计描述结果
	变量
	全样本
	控制组
	实验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综合竞争力
	67.690
	7.020
	63.890
	1.620
	73.720
	8.020

	科研能力
	2 493.960
	2 638.220
	1 301.638
	1 126.920
	4 384.230
	3 190.900

	成果转化
	42.610
	92.100
	38.710
	90.660
	48.790
	94.280

	科研奖励
	22.410
	21.540
	14.170
	11.630
	35.480
	26.620

	研究与发展人员全时当量
	1 232.120
	1 502.750
	660.260
	386.010
	2 138.740
	2 067.610

	政府资金
	587 137.900
	702 471.200
	252 943.900
	180 350.300
	1 116 958.000
	876 444.200

	科技课题总数
	2 427.802
	2 112.533
	1 493.704
	1 003.810
	3 908.690
	2 526.260

	样本量/个
	424
	260
	164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双一流”政策对科研力的影响
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变量构建模型，基于拟合优度和Hausman检验结果判断，最终选择时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加入与不加入控制变量，“双一流”建设政策对综合竞争力、科研成果、科研奖励均为正向影响，而对成果转化为负向影响。如表4所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双一流”建设政策对综合竞争力的影响系数提升了2.1%，科研成果影响系数提升了8.9%，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成果转化与科研奖励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bookmark: _Ref75289086]表4  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双一流”建设政策对样本高校科研力影响检验结果
	项目
	综合竞争力
	科研成果
	成果转化
	科研奖励

	“双一流”建设政策
	0.021***
	0.089***
	−0.013
	0.014

	
	（−0.005）
	（−0.021）
	（−0.027）
	（−0.016）

	常数

	0.149***
（−0.002）
	0.192***
（−0.007）
	0.070***
（−0.011）
	0.205***
（−0.006）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424
	424
	424
	424

	截面数/个
	106
	106
	106
	106


注：1）*、**和***分别表示为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的数值为检验P值。下同。

表5结果显示，“双一流”建设政策在1%的水平上显著提升1.8%的高校综合竞争力，对科研成果的影响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提升7.5%；但成果转化与科研奖励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在于，“双一流”建设政策的实施对我国高校综合竞争力有极大的提升，加快科研理论成果产出，但其中很多理论研究对行业技术难点、实施重点等过程关注度不够，未能成功进行转化，同时，研发创新中过于重视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研发质量及专利转化带来的应用价值，加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度还有待提升，这些都制约了高校成果转化与应用。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经费支持，世界上一流大学的经费来源形式多样，不仅有企业合作、社会基金，还有个人、集体捐赠等，而我国高校经费来源单一，主要源自中央和省级政府下拨的专项运行科研经费与学生缴纳的学费，长远来看不利于高水平大学的未来建设与成长。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进一步优化我国的教育经费结构，为高校的科研活动提供充足保障。
[bookmark: _Ref75289278]表5  加入控制变量后“双一流”建设政策对样本高校科研力影响检验结果
	项目
	综合竞争力
	科研成果
	成果转化
	科研奖励

	“双一流”建设政策
	0.018***
	0.075***
	−0.016
	0.008

	
	（−0.005）
	（−0.022）
	（−0.029）
	（−0.015）

	研究与发展人员全时当量
	0.020
（−0.038）
	−0.039
（−0.075）
	−0.020
（−0.064）
	−0.130
（−0.093）

	政府资金
	0.078
（−0.061）
	0.247**
（−0.115）
	0.016
（−0.075）
	-0.018
（−0.066）

	科技课题总数
	0.003
（−0.029）
	0.163
（−0.108）
	0.107*
（−0.059）
	0.108
（−0.078）

	常数

	0.132***
（−0.01）
	0.140***
（−0.027）
	0.059**
（−0.023）
	0.218***
（−0.017）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424
	424
	424
	424

	截面数/个
	106
	106
	106
	106



4.2 平行趋势检验
为确保双重差分检验的合理性，通常需要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将“双一流”建设政策出台前后有关样本数据分别划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只有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趋势是平行的，双重差分才有意义。从图2可见，在政策发生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政策发生之后，实验组受到“双一流”建设政策的显著影响。
 [image: ]
图2  “双一流”建设政策对高校科研力影响的平行趋势检验

4.3 基于PSM-DID方法的检验
“双一流”建设高校并非随机产生，可能存在系统差异（比如资源分配、学校管理及政策执行等）可能影响基准DID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为减少研究偏误，利用PSM-DID方法对政策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控制变量进行Logit回归后得到倾向得分值，倾向得分值最接近的高校即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配对高校。在PSM-DID估计前，对共同趋势支撑假设进行检验发现，匹配后的所有样本高校在全部控制变量上均无显著性差异，这符合预期；然而，进行政策效应的估计发现，结果变量在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从而证明本研究采用PSM-DID方法具有合理性。如表6所示，在通过PSM-DID方法后，“双一流”建设政策依旧显著提高高校科研力，分别提升了7.1%的综合竞争力、1.8%的科研成果和3.3%的科研奖励，降低4.3%的成果转化。可见，PSM-DID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无显著差异，表明实证结论稳健，即“双一流”建设政策对高校科研能力的提升效应显著。
[bookmark: _Ref75291192]表6  “双一流”建设政策对样本高校科研力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项目
	综合竞争力
	科研成果
	成果转化
	科研奖励

	“双一流”建设政策
	0.071***
	0.018**
	−0.043
	0.033

	t值
	5.220
	1.170
	−0.890
	1.430

	P值
	<0.001
	0.046
	0.105
	0.156



4.4 “双一流”建设高校地域异质性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资源条件具有非均衡性。从高校地域性看，处于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校拥有的地理优势、人力资源及资本优势具有聚集效应，因而其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都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其他城市，因此对样本高校地域性对科研力的影响进行验证。结果如表7所示，东部地区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在综合竞争力和科研成果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政策对高校的综合竞争力的影响系数提升了2.5%，对科研成果的影响系数提升了7.1%；而中部、西部地区高校受到政策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在新中国成立前，东部省份的高校数量较多，高等教育发展较好，同时，国家为加快经济建设，通过财政补贴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等多方面行动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东部地区重点高校建设，而2010年以后，国家意识到全国教育的非均衡性，遂对中西部高校实施了一系列振兴计划，以此缓解高等教育地域不均衡的问题。此外，由于先天的地理优势，东部地区高校的经济、科技发展都相对较快，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以及资源配置效率较高，教育资源能力较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较大；而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中、西部城市正慢慢崛起，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对高校的教育投入力度也逐渐增大，但人才培养、科研能力及教育发展的可持续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bookmark: _Ref75368252]表7  “双一流”建设政策对分地域样本高校科研力影响的分析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综合竞争力
	0.025***
（0.007）
	0.004
（0.014）
	0.007
（0.006）

	科研成果
	0.071***
（0.022）
	0.112
（0.084）
	0.057
（0.038）

	成果转化
	−0.050
（0.038）
	0.072
（0.089）
	−0.008
（0.024）

	科研奖励
	0.006
（0.021）
	0.019
（0.038）
	−0.008
（0.02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236
	88
	100



4.5 “双一流”建设高校类型异质性
高校主要承担着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的基本功能，但不同高校在自身定位上也有不同，为此，本研究还验证了“双一流”建设政策对不同类型样本高校科研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见表8），“双一流”建设政策显著提升了综合型和理工型高校的综合竞争力和科研成果水平，其中，政策对综合类高校综合竞争力和科研成果的影响系数分别显著提高了1.6%和6.3%，对理工类高校综合竞争力和科研成果的影响系数分别显著提高了3.4%和10.3%，而对其他类别高校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政策对综合类和理工类高校的科研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综合类和理工类这些高校通常在科研成果、专利和技术转移等方面有更高的创新产出，推动科研的进步，而其他类型高校这方面能力可能相对较弱；其次，综合类和理工类高校在国际科研领域内拥有较强的学科和领域，在“双一流”政策实施下更多的资源被集中到这类高校，促使研究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表8 “双一流”建设政策对分类型样本高校科研力影响的分析结果
	变量
	综合类
	理工类
	其他类

	综合竞争力
	0.016***
（0.006）
	0.034***
（0.014）
	0.010
（0.006）

	科研成果
	0.063**
（0.031）
	0.103**
（0.022）
	0.029
（0.020）

	成果转化
	−0.044
（0.031）
	0.026
（0.051）
	0.010
（0.021）

	科研奖励
	0.012
（0.026）
	0.002
（0.021）
	0.010
（0.0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180
	160
	84



5 结论
（1）我国的“双一流”建设政策显著提升高校的综合竞争力与科研成果，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对学校发展的高度认可，高校会得到有关各方更多关注，进而提升发展速度。
（2）“双一流”建设政策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科研奖励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对成果转化呈现负向影响，对科研奖励呈现正向影响，且两者都未通过统计检验。目前成果转化是制约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政产学研合作有待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合作机制模式值得探索；同时，高校在科研中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加大成果转化资金投入，深入企业合作，携手企业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此外在科技奖励方面，政府与高校建立多元导向的评审机制与职称晋升制度，建立学术成果与市场需求并行的多类别、多元化的科技评价体系。 
（3）“双一流”建设政策的实施使东部高校的综合竞争力影响系数提升了2.5%、科研成果的影响系数提升了7.1%，但对中西部高校科研力的提升效果不显著。因此在后续的政策制定中，可以针对中西部高校特色、优势学科进行重点建设，引进高层次教学及研究人才，加大科研投入、提高科研能力及教学质量等等；同时，中西部高校也要向东部高校相互交流与学习，寻求合作，资源利用最大化，从而提升自身发展能力。
（4）“双一流”建设政策对综合类、理工类高校的综合竞争力、科研成果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对综合类高校综合竞争力和科研成果的影响系数分别显著提高了1.6%和6.3%，对理工类高校综合竞争力和科研成果的影响系数分别显著提高了3.4%和10.3%，而对其余其他类别高校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不同类型的高校要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做精做细，发展本校的优势学科。高校在科研方面仍旧是要加强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避免被“卡脖子”；深入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理论与应用两手抓，同时也要加深应用研究与商业化发展的紧密联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高等教育学府作为国家重要的服务社会机构，不仅要肩负培养人才的教育使命，而且要有国家的政治目标和社会责任感。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没有统一的样板，也没有完全相同的路径，国内高校必须立足自身优势与办学理念，夯实基础，继往开来，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注释：
1） 在艾瑞深校友会网榜单中未出现的26所高校包括：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外交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药科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第四军医大学、中国音乐学院、上海体育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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